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1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31 No. 3 2025人文论坛

从纽伦堡到伯力：重估二战
医学审判的“历史遗产”

杨彦君
（上海交通大学 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苏联在纽伦堡法庭和伯力法庭分别审判了医学犯罪的组织者、参

与者、关联者35人。虽然上述审判在法律依据、取证方式、审理过程和最终量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

也呈现出不同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和价值取向下的复杂性，但在对被告“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指控和认

定方面却体现出较高的相似性，这应与纳粹德国和战时日本医学犯罪本身的类型和特征有必然关联。

战争审判法庭在调查、取证、审理、判决的过程中出示大量物证和人证，成为法庭裁量的关键依据，亦为

深度揭示医学犯罪提供诸多线索。两次医学审判都在不同程度上追究被告的战争责任，惩治了罪行累

累的“不法医生”，成为战争审判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记录，也为战后形成医学伦理原则奠定历史基础。

纽伦堡法庭上提出的《可获准的医学实验》，在战后逐渐演进而成《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而

伯力审判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细菌战犯罪进行的公开审判，成为记录和传播日本医学犯罪的嚆矢，为中

外学界挖掘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罪证奠定事实基础，其在媒体传播、文学作品、历史研究和博物馆展陈的

不断形塑下，渐从历史事件走入社会记忆，由此也使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得以彰显。作为“历史遗产”

的两次医学审判，为医学犯罪的行为主体、事实认定、性质界定分别设定相应基准，特别是《纽伦堡法典》

由此成为现代人体实验伦理学的基石，这体现出医学审判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这意味着，未来亦可

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犯罪，置于《纽伦堡法典》视野下考察分析，从医

学犯罪的主体、类型、特征、危害、影响等方面系统揭示日本医学犯罪的极端化、组织化和军事化特征，以

及同时代环境、社会制度和医学体制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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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二战期间的医学犯罪，美国在纽伦堡法庭①追究了纳粹医生的战争责任，审判期间界定伦

理原则的《可获准的人体实验》形成了《纽伦堡法典》，《纽伦堡法典》历数十年又演进而成《赫尔辛基

宣言》，最终在国际上确立了人体实验基本准则，将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置于最高地位，这成为纽

伦堡医学审判最为重要的“历史遗产”。苏联在伯力法庭追究了日本战犯的战争责任，揭示了人体

实验和细菌战犯罪的历史真相，成为记录和传播日本医学犯罪的嚆矢，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贡

献和当代价值。也就是说，两次医学审判为揭示真相、彰显正义、维护人权以及形成医学伦理原则

作出了重大贡献，既揭示了不法医生的医学犯罪，也追究了加害者的战争责任，但两次审判因不同

的政治目标、社会制度及法律适用，随后形成的“历史遗产”却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既有一定的相似

性，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相似性在于德日医学犯罪类型都带有浓厚的军事医学色彩，犯罪主体具有

鲜明的组织化和“精英化”特征，犯罪手段具有较强的极端化特征，差异性在于医学犯罪的基本目

标，纳粹医生聚焦于“种族灭绝”，日本医生却热衷于“殖民统治”。

此前关于医学犯罪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在视角、思路和方法上，中国、日本和欧美学者有明显

不同，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也体现出较大差异性。第一，中国学者多注重罪证史视角下的调查，

研究侧重日本医学犯罪的准备、实施、危害、主体及其责任，在史证挖掘和价值判断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但在“事实判断”的定量研究以及证据链梳理方面存有不足。第二，中国学界主要从伦理学角

度探讨了纳粹医生的人体实验，欧美学界对纳粹医生的犯罪、纽伦堡医学审判的经过，以及《纽伦堡

法典》的形成均有研究，但欧美学者倾向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对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使用较少，致使

在史实与证据方面关照不足。第三，日本学者侧重医学实验、医学暴行和医学伦理的局部考察，偏

于微观视角下的个案研究以及具体事件的细密梳理，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

片化特征，对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分析不够②。

上述研究对医学审判之后形成的历史遗产缺乏多维度、长时段的动态观察，在两次医学审判的

比较研究方面几无着墨，在历史认识和客观评价方面也有相当不足，这为本文的深度探讨留有较大

学术空间。本文尝试将两次医学审判置于“历史遗产”的观察视角，从战后审判的历史贡献、历史遗

产的形成演进、当代价值的重估三个维度，重新考察二战医学犯罪的类型及特征，以及“历史遗产”

波及的范围、产生的影响、当代的认识，进而重估医学审判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历史贡献、时代局限、

① 纽伦堡审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5 年 11 月 20 日至 1946 年 10 月 1 日，反法西斯同盟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对纳粹
德国主要战犯的军事审判。第二阶段是 1946年 12月 9日至 1949年 4月 13日，美国主导的纽伦堡后续审判，被审判对象主要是纳粹德
国的医学、法律、经济、外交和军事相关人员。本文所关注的是纽伦堡后续审判的第一个案件，即纽伦堡医学审判。

② 关于纳粹德国医学犯罪与纽伦堡医学审判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在欧美学者中展开，中国学界偶有涉猎。欧美学界对纳粹医生的犯
罪、纽伦堡医学审判的经过以及《纽伦堡法典》的形成均有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Evelyne Shuster,American Doctors at the Nuremberg 
Medical Trial,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108, No.1 (January 2018); Steven H. Miles, The Diptych: Nazi and Japanese Bioscience 
War Crime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Vol.15, No.6 (June 2015); Howard Brody, Sarah E. Leonard, et al, U.S. Responses to Japanese 
Wartime Inhuman Experiment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Cambridge 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Vol.23, No.2 (April 2014);Kevin Jon Heller, 
Retreat from Nuremberg: The Leadership Requirement in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8, No.3 (June 
2007); George J. Annas, Michael A. Grodin, The Nazi Doctors and the Nuremberg Co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ugene 
Davidson, The Trial of the German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6。中国学界主要从伦理学角度探讨了纳粹医生的人体实验，
研究成果主要有：周鑫《种族卫生学与纳粹时期的德国医学界》，武汉大学，2012年；罗光强《二战期间德国纳粹人体实验的伦理批判》，
湖南师范大学，2007 年；王德国《探讨〈纽伦堡法典〉中人体实验的伦理原则与规范》，《中国医学伦理学》2016 年第 2 期；李伦、陈黎明

《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问题的伦理审视》，《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 5期；李伦、罗光强《试析德国纳粹人体实验的道德逻辑》，《伦
理学研究》2006年第 3期；何卫东、张威《医学人体实验法律控制问题》，《科技与法律》2002年第 1期。关于伯力审判问题的研究，中外
学界主要侧重细菌战史证、人体实验罪行的挖掘和考察，历史学、法律学和生物学方面均有一定研究。代表成果有：常石敬一『消えた

細菌戦部隊：関東軍第 731部隊』，海鳴社 1989年；常石敬一『医学者たちの組織犯罪：関東軍第 731部隊』，朝日新聞社 1994年；森村誠
一『悪魔の飽食』，晩聲社 1982 年；三友一男『細菌戦の罪：イワノボ将官収容所虜囚記』，泰流社 1987 年；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阿
列普科《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与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远东文化与科学》2019年第 1期；王彤竹《美
国馆藏日本细菌战调查报告初步释读》，《武陵学刊》2021年第 6期；乔卫星《侵华日军细菌战第 100部队组织结构再考——基于俄罗斯
国家军事档案馆藏苏联伯力审判档案》，《军事历史研究》2023年第 5期；鲁丹、赵倩《海外馆藏战时日本细菌战报告考析——以近年新
发现文本为中心》，《黑龙江档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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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价值。

一、战后审判的历史贡献

纽伦堡医学审判和伯力审判追究了医学犯罪相关者的战争罪责，系统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的医学犯罪。美国 1949年整理的文本《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医疗案件》③，记载了纽伦堡医学

审判的来龙去脉；苏联 1950年整理的史料《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

料》（以下简称《审判材料》）记载了伯力审判的全过程。

美国在战后设立的第一军事法庭主导了纽伦堡医学审判。1946年 10月 25日，检方战争犯罪首

席顾问泰勒（Telford Taylor）代表美国对纳粹德国 23名医生提起诉讼。泰勒在《起诉书》中列出纳粹

医生四项罪状：共谋罪、战争罪、反人道罪、有组织犯罪。12月 9日，医学审判进入法庭审理程序。

纽伦堡法庭共进行了 140天的审理，收到了约 1 500份相关证据文本，并有 85名证人出庭作证或提

交证词，先后经过举证、质证、审理和辩论等法律程序。1947年 8月 20日，美国第一军事法庭作出终

审判决［1］298-300，详见表1。

③ 《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医疗案件》为英文史料，共1 900页，详载了纽伦堡法庭对纳粹医生指控、举证、辩护、审理和判决的全过程。

表1　纽伦堡医学审判判决纳粹战犯统计表

被指控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卡尔·勃兰特

卡尔·格布哈特

鲁道夫·勃兰特

约阿希姆·姆鲁果夫斯基

沃尔弗拉姆·希维尔斯

维克多·布拉克

瓦尔德马尔·霍芬

齐格弗利德·汉德罗瑟

奥斯卡·施罗德

卡尔·根茨肯

格哈德·罗斯

弗利茨·费舍尔

赫尔曼·拜克尔·弗雷兴

荷尔塔·欧勃霍泽

威廉·拜格尔勃克

赫尔穆特·波本迪克

保罗·罗斯托克

库尔特·布洛梅

齐格弗利德·鲁夫

汉斯·沃尔夫冈·罗姆伯格

乔治·奥古斯都·韦尔茨

康拉德·舍费尔

阿道夫·波科尔尼

共谋罪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战争罪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反人道罪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有组织犯罪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判决

绞刑

绞刑

绞刑

绞刑

绞刑

绞刑

绞刑

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

刑期20年

刑期20年

刑期15年

刑期10年

无罪

无罪

无罪

无罪

无罪

无罪

无罪

注：根据《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医疗案件（第2部）》第298—300页所载内容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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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表所见，泰勒在《起诉书》中列出的第一项罪名共谋罪，即使被判处绞刑的 7名战犯也未受

到此项指控。也就是说，纽伦堡法庭将纳粹医生犯下的战争罪、反人道罪和有组织犯罪列为主要罪

名，共有 16人判处绞刑、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其他 7名医生被判无罪。1948年 6月 2日，勃兰特、格

布哈特等被判处绞刑的 7名战犯在巴伐利亚兰茨贝格（Landsberg）监狱被执行绞刑。其他战犯经过

不断上诉多获得减刑，如汉德罗瑟和根茨肯由原判决终身监禁减刑至 20年，施罗德、、罗斯和费舍尔

由原判决终身监禁减刑至15年，拜克尔·弗雷兴、欧勃霍泽、拜格尔勃克减刑至10年等。

纽伦堡医学审判揭示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医学犯罪，纳粹医生在达豪、奥斯维

辛、拉文斯布吕克等集中营秘密实施大规模非人道的人体实验，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与

人体适应症相关的人体病理实验，主要是指纳粹医生实施的高空实验、冻伤实验和海水实验等，这

些实验多将受试者置于战场模拟环境下，从而展开军事应用医学的测试和研究。二是与生化战伤

治疗相关的生化感染实验，纳粹医生实施了多种类型的疫苗接种实验、人体毒气实验、疟疾实验、流

行性黄疸实验等，以及多种传染病的测试，如斑疹伤寒、黄热病、天花、伤寒、霍乱、白喉等。三是以

种族灭绝为目的的绝育实验和安乐死计划。绝育实验是纳粹德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

一项具体手段，希特勒取得政权以来，纳粹医生不断测试实施种族灭绝的有效方法，同时还秘密实

施了大规模的安乐死计划，对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等实施了大屠杀。此外，纳粹医

生还进行了人类骨骼移植实验，神经、肌肉和骨骼再生实验等。纳粹医生在多个集中营秘密实施的

人体实验，致使数万名受试者被残害致死，少数幸存者成为纳粹医学犯罪的历史见证人，在纽伦堡

医学审判中出庭作证，揭露了纳粹德国的医学犯罪。

纽伦堡医学审判之后，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④发起了伯力审判，对战时日本的医学犯罪关联者

展开追责。1949年 12月 25日，伯力审判正式开庭，山田乙三、梶塚隆二、川岛清、佐藤俊二等 12名

日本军人被提起公诉，国家公诉人是东京审判期间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Leon N. Smirnov），证人

松村知胜⑤、橘武夫⑥、仓员悟⑦等 16人也出庭作证，此前苏军从中国东北带走的日伪档案也作为证

据出现在法庭上。伯力法庭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法令第一

条”⑧，［2］581于 12月 30日作出判决。判处 12名日本战犯有期徒刑 25年、20年、18年、15年、12年、10
年、3年、2年不等⑨。伯力审判结束之后，苏联于 1950年将《审判材料》以中、俄、德、英、日、韩等多国

文字公开出版，全书涵盖起诉书、被告供词、证人证词、文件证据、公诉人演说词、检验委员会结论、

法庭判决书等内容。

伯力审判第一次向外界揭示了七三一部队的医学犯罪。据伯力审判期间的被告证词、证人证

词和文件证据，特别是法庭上首次出现的特别移送、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史证。如被告川岛清、西俊

英、柄泽十三夫等供诉了七三一部队进行的冻伤实验、生物感染和野外实验等，证人橘武夫、仓原一

④ 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即为伯力城，经由1860年的《北京条约》，被迫割让给沙皇俄国。故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也常被称为伯力审判。

⑤ 松村知胜，曾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

⑥ 橘武夫，曾任佳木斯宪兵队长，伪满洲国政府顾问，宪兵大佐。

⑦ 仓员悟，曾任哈尔滨宪兵队特务部分队长，宪兵军曹。

⑧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法令第一条为：“对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等法西斯歹徒，凡被认定犯有

谋杀、折磨平民和红军战俘的罪行，以及苏联公民中的间谍和祖国的叛徒，都应被处以绞刑。”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全宗 P7523（苏

联最高苏维埃），目录4，案卷164，第118-120页。

⑨ 1956年10月19日，日本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日苏共同宣言》之后，在伯力审判法庭上受审的日本战犯陆续被释放和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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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古都良雄⑩等也提供了人体实验相关证词。据《审判材料》可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及其下属的

各级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是特别移送的主要实施者。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专门为特别移送

制定了相关标准，曾于 1938年 1月 26日发布《特别移送操作规程》。1943年 3月 12日，关东宪兵队

司令部警务部又发布了《关于特别移送的通告》［2］171-173，对特别移送标准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伯力

法庭上还出具了关东宪兵队的《关于特别移送的通告》，关东宪兵队“移送三十人到石井部队”的《关

东宪兵队作战命令二二四号》，以及《平野宪兵队作战命令第一号》等战时作战命令文件。这既揭示

了七三一部队的医学犯罪，又为伯力审判的量刑提供了必要依据，也为学界的深入调查奠定了史料

基础。

可以说，两次战后审判在揭示战时日本和德国的医学犯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掀开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极为悲惨的一页，有力地追究了医学犯罪相关者的战争责任。法庭对战犯判以死刑、

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虽然有的战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得以减刑和遣返，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彰显

了军事法庭的公平正义，惩治了罪行累累的“不法医生”，集中挖掘了更多的文件证据，这既给后世

带来一定的警示作用，也为战后形成的医学伦理原则奠定历史基础。

二、“历史遗产”的形成与演进

纽伦堡医学审判和伯力审判都在其后形成了“历史遗产”。纽伦堡法庭在审理案件期间，在人

体医学实验法律适用性方面，纳粹被告为自己辩护道：“这与美国或德国此前的医学实验几乎没有

区别，没有任何国际法或非正式声明用以区分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人体实验。”􀃊􀁉􀁓纳粹被告在法庭上提

出的观点，可能直接影响到医学审判的法律标准和量刑尺度，这引起了控方医学顾问艾维（Andrew 
C.  Ivy）和亚历山大（Leo Alexander）的高度警觉，他们经过一番商讨之后，于 1947年 4月 17日向泰勒

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可获准的医学实验》（Permissible Medical Experiments），经过纽伦堡法庭修订，最

终版本包含10个方面的内容。

1. 受试者的自愿同意绝对必要。这意味着受试者作为法定主体拥有绝对的自由选择权，

不受任何强制因素干涉，诸如欺瞒、蒙蔽、挟持、哄骗或其他某种隐蔽形式的强制或威压等。

2. 实验应该产生有益于社会并卓有成效的结果，且该结果通过其他研究方法或手段无法

实现，绝不能草率从事和施行不必要之行为。

3. 实验应有充分计划且应立足于动物实验取得之结果，以及对疾病的自然历史和其他问

题有所认知的基础上，实验的预期结果将能够证明执行实验是正当的。

4. 实验应力求避免对受试者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和创伤。

5. 不得从事任何可能导致死亡或残废的实验，医生对自身进行的实验不受此限制。

6. 实验的危险性不能超出实验预期所要解决问题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

7. 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并有足够能力保护受试者免于创伤、残废和死亡，即使这种可能性微

乎其微。

8. 实验只能由具备科学资格的人来进行，实验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在实验的每一阶段都需

要采用极高的技术并提供优质的护理。

⑩ 古都良雄，曾为七三一部队少年班成员。

􀃊􀁉􀁓 https://www.ushmm.org/information/exhibitions/online-exhibitions/special-focus/doctors-trial/nuremberg-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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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受试者在实验过程中如果出现肉体或精神上不适宜继续实验的状况，受试者有权利终

止实验。

10. 主持实验的科学工作者在实验过程中必须随时做好终止实验的准备。例如，即使有充

分理由证明从事实验的态度端正、技术良好、判断审慎，但是继续进行实验很可能会导致受试

者出现创伤、残废或死亡，此时必须立即终止实验。［1］181-182

纽伦堡法庭上首次出现的《可获准的医学实验》10项基本原则最终成为指控和裁定纳粹医生

“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重要依据。这两项指控在《判决书》中记述道：“从 1939年 9月到 1945年 4
月，所有被告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主要参与、协助、命令、教唆、同意参加与医学实验相关计

划及项目。在实验过程中犯有谋杀、残暴、虐待、酷刑、暴行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1］174-175

纽伦堡医学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医学犯罪案件展开的大规模审判，具有不可替代的法

律意义和“医学影响”。当然，也正是因为纽伦堡法庭将《可获准的医学实验》纳入《判决书》，成为指

控纳粹医生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重要依据，触发并逐步改变了国际上此前的相关医学伦理原则。

艾维和亚历山大主持起草的《可获准的医学实验》，随着医学审判应时而生，作为指导人体实验的道

德框架，实际上初步阐明人体实验研究的伦理界限。纽伦堡审判作出的法律裁决，以历史学的“后

见之明”来看，实际上也超越了指控和定罪的最初范畴。由《可获准的医学实验》演变而成的《纽伦

堡法典》，成为国际社会界定医学实验的“道德的、伦理的和法律的基本概念”，最终成为现代人体实

验伦理学的基石。

《纽伦堡法典》对人体实验概念和基本准则的界定，对医学界和伦理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德国

在战后对医学犯罪的反思也固化了《纽伦堡法典》在医学伦理原则中的独有地位。泰勒对此曾言：

“法庭的判决在医学法理领域具有深远和长久的价值，整个审判将是法医学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

进步。”［3］140泰勒这段话虽不免有夸大美国在纽伦堡医学审判的贡献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

审判对战后德国医学界的影响，这可从战后德国的反思中看出端倪。德国医学会于 1950年发出声

明，承认其协助纳粹犯下的战争罪行。声明中记述：“德国医学界必须愤慨地并深感遗憾地承认，在

第三帝国时期，某些德国医生以个人、集体的名义参与了许多暴行和压迫行为，并在未经患者同意

的情况下，组织和实施了残酷的人体实验。我们承认，在实施这些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行为和实验

的过程中，德国医学界违反了医学的道德传统，玷污了医学界的声誉，迫使医学服务于战争和政治。

我们郑重向医学界和全世界承诺，将尽一切所能防止未来德国医生背叛医学。”［4］正是因为纽伦堡

法庭对纳粹医生的追责，战后德国对纳粹医学犯罪的不断反思实践，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医学伦理学

才真正地开始逐步确立。实际上，“即使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人们也希望这个国际法庭精神将建立

一种普遍的人体实验伦理意识”［3］139。

相较之下，伯力审判及《审判材料》成为中外学界和新闻媒体记录和传播日本医学犯罪的起点，

并为后来的史证挖掘、遗址保护和陈列展览奠定了史料基础。日本学者、作家和记者依据《审判材

料》所记，在战后开始调查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历史问题。如吉永玲子于 1966年出版了《人体

实验的恐怖：关东军女子军属的手记》［5］，岛村乔 1967年出版了《三千人的活体实验》［6］。在伯力法

庭受审的三友一男 1987年还出版了回忆录《细菌战之罪：伊万诺沃将官收容所虏囚记》［7］。这些纪

实作品皆以《审判材料》为主要参考文献，记述了七三一部队和一〇〇部队的战时活动，揭露了细菌

战部队的组织构成、冻伤实验、细菌战研究以及常德细菌战、宁波细菌战、衢州细菌战等犯罪事实。

167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1 卷第 3 期

正因为伯力审判首次揭示了特别移送的隐秘过程，促使中日学者持续追踪战时日本的医学犯

罪。如《审判材料》记载了“朱之盈、吴殿兴、孙朝山被特别移送到七三一部队”［2］463，这使学界在1950
年第一次知晓人体实验受害者相关信息。中国学者韩晓􀃊􀁉􀁔多年以后还据此展开了调查，于 1992年

访谈了朱之盈的妻子敬兰芝，确认了朱之盈、吴殿兴的抗日事迹和受害事实。1997年 10月，黑龙江

省档案馆首次发现了特别移送原始文件。1999年 8月 2日，黑龙江省档案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公

布了特别移送档案 66件，涉及特别移送受害者 52人。2001年 9月 6日，吉林省档案馆召开新闻发布

会，对外公布了 80余件特别移送档案，涉及特别移送受害者 277人􀃊􀁉􀁕。可以说，中外学界之所以长期

不断挖掘人体实验犯罪史证，应与伯力审判资料的公开以及新闻媒体的持续关注有必然关联。

伯力审判首次揭示的细菌战史证成为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其波及的范围、产生的影响也毫不

逊色于纽伦堡医学审判。《审判材料》出版之后即成为中外学者调查和研究细菌战问题的核心史料。

中日学界对细菌战问题的历史检证，以及 20世纪 90年代掀起的对日诉讼活动，从历史事件认定的

源头来看，都与伯力审判有必然的关联。长期以来，细菌战受害地和受害者相关情况并不被外界所

知，直到中国细菌战受害者 180人在中日律师的协助下，组成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

开赴东京诉讼日本政府。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最终认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加

害事实，细菌战违反了国际法且为日本的国家责任􀃊􀁉􀁖。这给当时中日官方和民间都带来不同程度影

响，随着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多样态媒体的广泛传播，原告团长王选当选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细菌战受害者的创伤记忆、个体记忆逐步转换为社会记忆。可以说，细菌战犯罪史实在中日学界已

经达成了共识，而伯力审判就是达成这种共识的起点。关于细菌战受害者的个人记忆，经由中日学

者的挖掘、梳理和认定，特别是经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采信之后，又有中日多元媒体的采

集、理解、编辑、存储、提取和传播加持，个体记忆由此转化为具有固化特征的社会记忆，随着侵华日

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义乌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将“细菌战事件”设为专题展览，这种

创伤记忆经由“记忆之场”快速传播至社会层面，伯力审判由此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当代价值的重估

随着时代变迁，《纽伦堡法典》界定的医学实验准则也逐步“更新换代”。在《纽伦堡法典》的基

础上，世界医学大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于 1964 年正式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并于 1975
年、1983年、1989年、1996年、2000年，又多次补充、修订和完善了《赫尔辛基宣言》，最终确定开展人

体实验的32条基本原则。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从《纽伦堡法典》到《赫尔辛基宣言》，我们看

到国际准则中虽没有明确指出纳粹德国的医学犯罪，但对开展人体实验的规定更为精准和具体，从

其行文表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规则的制定与纽伦堡医学审判有必然关联。客观来说，关于人

体实验的各种规范，其目的在于维护人体受试者的生命、健康和尊严，无论是纽伦堡医学审判之后

形成《纽伦堡法典》，还是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赫尔辛基宣言》，在医学研究和医疗行为中，都将

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在《赫尔辛基宣言》的第五条中写道：“对人类受试

􀃊􀁉􀁔 韩晓，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首任馆长。

􀃊􀁉􀁕 黑龙江省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为关东宪兵队、分队、分遣队记录的原始文件，全部用日文书写，是能够证明宪

兵队同七三一部队秘密勾结共同准备人体实验的有力证据。

􀃊􀁉􀁖 東京地裁判平成14年8月27日判ワ第16684号・ワ第275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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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医学研究中，应该首要考虑人类受试者的健康和利益，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的利益。”在第十条

中写道：“在医学研究中，医师有责任保护人类受试者的生命、健康、隐私和尊严。”［8］总而言之，无论

是《纽伦堡法典》，还是《赫尔辛基宣言》，以及后来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道德指南》，不同时期

制定的关于人体实验的国际规约，都可以追溯到医学审判所定格的《可获准的医学实验》。这意味

着，《纽伦堡法典》已经成为纽伦堡医学审判的“历史遗产”，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医学伦理学的伦

理规范、道德约束和职业操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纽伦堡医学审判的影响主要在西欧有所不同，伯力审判产生的余波范围集中在中国和日本，

其冷战特征和国际影响有待深入研究。1946年 3月 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

演说”，标志着冷战拉开了序幕。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兴起，特别是苏联和美国在东京审判上的争执

和不快，苏联选择在“圣诞节假期”进行单独审判，随后又马不停蹄地使用多种语言公布《审判材

料》，显然在审判之外另有他图。苏联方面有意排斥国际社会参与，曾“谨慎地选择审判地点，故意

排除国际参与，因为偏远的哈巴罗夫斯克有效地阻止了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的出席”［9］。换言之，公

开审判不仅仅是揭露日本罪行，彰显苏联担当公平和正义的需要，也必然有其政治层面和外交层面

的战略考量，这是冷战环境下大国竞争的个案之一。

伯力审判期间，虽然检察官、辩护律师、公诉人、被告、证人以及检验委员、医学专家悉数出庭，

但伯力审判对日本战犯公诉、审判和裁决的依据，并没有如纽伦堡医学审判一样形成专门的“法庭

宪章”，而是将苏联 1943年 4月 19日制定的国内法作为法庭依据，导致“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和实体

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10］。伯力审判在调查取证、开庭审判、律师辩护和最终量刑等方面也有

相当的不足。如细菌战主要受害方中国没有参与其中，法庭正式审判的周期仅有 6天，辩护律师没

有进行充分的辩护，12名被告竟无一人被判处死刑和终身监禁等。这些不足的背后隐喻着相当浓

厚的“政治意味”，制约了伯力审判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责任追究，更给事实揭露和国际传播带来严重

影响，成为美国不断宣扬伯力审判虚假性和政治宣传的借口。美国在伯力审判之后，“一方面开动

国家机器，进行反宣传，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只是苏联的宣传伎俩而已。另一方面，

通过不正当的行政或其他手段强制干预，对一些媒体的客观报道进行封锁”［10］。结果是，欧美国家

多将伯力审判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从而遮蔽了伯力审判在揭示犯罪和追究责任方面的独特贡献。

虽然伯力审判在欧美国家的影响比较弱，但其具备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仍然值得重视。伯

力审判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细菌战犯罪进行的公开审判，揭示了战时日本的细菌战犯罪和医学犯

罪，通过法律制裁了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在国际上产生了持续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伯力

审判的被告有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实际操控伪满洲国的军政大权；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

二，负责管理七三一部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负责管理一〇〇部队；先任广州八六〇四部队

长、后任南京一六四四部队长的佐藤俊二；七三一部队核心成员川岛清。他们作为细菌战计划的主

导者和亲历者走向审判席，供述了细菌战研究、准备和实施的犯罪事实，有力地回击了美国在东京

审判上对七三一部队犯罪的掩盖，有助于澄清历史真相和彰显公平正义，也为中外学界深入挖掘和

揭示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罪证奠定了事实基础。

作为“历史遗产”的伯力审判，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其在媒体传播、文学作品、历史研究和

学术活动的不断形塑下，也渐从历史事件走入社会记忆。中国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版了近百部

细菌战题材文史作品，发表了相关文章也逾 400篇，还拍摄了《日本细菌战》和《七三一》等多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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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俄罗斯也拍摄了多部以伯力审判为题材的纪录片，如 2004年的《死亡传送带：日本七三一

部队集中营》和 2008年的《刀的哲学》。近年来，俄新社、塔斯社和红星电视台等俄罗斯多家主流新

闻媒体对伯力审判、七三一部队、医学犯罪等专题进行了深度报道，并公开了伯力审判部分新资料

和新证据。如，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保存的伯力审判音频资料对外公开，该资料为法庭审判日本

战犯时的全程录音材料，共计 22小时 5分 57秒。除此之外，2021年 9月 6日，俄罗斯历史协会、哈巴

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和俄罗斯教育部还在哈巴罗夫斯克市联合举办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历史教

训与现代挑战学术论坛”，来自俄罗斯、中国等历史学者、法律学者和社会学者参加了论坛。2022
年，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还在俄罗斯网站上公开了伯力审判相关档案和照片资料千余份，这距伯

力审判已经过去了73年。

余 论

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医学犯罪，美国和苏联在纽伦堡法庭和伯力法庭分别审判了医学

犯罪的组织者、参与者和关联者。虽然上述审判在法律依据、取证方式、审理过程和最终量刑等方

面均有较大差异性，也呈现出不同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和价值取向下的复杂性，但在对被告“战争罪

和反人道罪”的指控和认定方面却有较高相似性，并据此追究了被告的战争责任。不言而喻，这与

纳粹德国和战时日本医学犯罪本身的类型、特征和相似性有必然关联。由是观之，考察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的医学犯罪，至少应从三个层面界定：一是医学犯罪的行为主体，即医生与医学者以医疗

为名实施的犯罪。二是医学犯罪的事实认定，即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参与、协助、命令、教

唆、同意参加与医学实验相关的计划及项目，在实验过程中犯有谋杀、残暴、虐待、酷刑、暴行以及其

他非人道行为。三是医学犯罪的性质认定，何为非法的人体实验？这应回到历史的发生现场来作

评判，从是否违背纽伦堡医学审判所界定的《可获准的医学实验》来判断人体实验的“非法”与

“合法”。

有鉴于此，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医学犯罪置于纽伦堡医学审判视野下考察，有助于认定

医学犯罪的根本性质及其极端化、精英化、军事化特征。比如，未来也可在纽伦堡医学审判视野下

考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犯罪。也就是说，我们可从医学犯罪的

主体、类型、特征、危害和影响等方面系统揭示人类历史上的黑暗一页，深入探讨医学犯罪的历史真

相，以及同时代环境、社会制度、医学体制的内在关联，进一步挖掘“历史遗产”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

值，从而推动国际社会对医学犯罪的社会认知、历史记忆和伦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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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uremberg to Khabarovsk： Reassessing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medical trial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YANG Yanj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War Crimes Trials and World Pea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P.  R.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conducted trials at the 

Nuremberg and Khabarovsk tribunals, respectively, prosecuting 35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medical crimes as 
organizers, participants, and collaborators.  While these trials exhibi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gal 
foundations, evidence-gathering methods, judicial processes, and sentencing outcomes—reflec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distinct social systems, legal frameworks, and value orientations—they demonstrated notable 
similarities in the charges and convictions of defendants for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is 
alignment likely stems from the inherent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crimes committed by Nazi 
Germany and wartime Japan.  Both tribunals relied heavily on material evidence and witness testimonies during 
investigations, trials, and verdicts, which became pivotal to judicial rulings and provided critical insights into 
the medical crimes.  To varying degrees, these trials held defendants accountable for wartime atrocities, 
punished egregiously unethical criminal physicians, and left indelible marks on the history of war tribunals.  
They also laid the historical groundwork for postwar medical ethics principles.  The Permissible Medical 
Experiments outlined during the Nuremberg trial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Nuremberg Code and the Helsinki 
Declaration.  The Khabarovsk trial, meanwhile, marked humanity’s first public prosecution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crimes, serving as a pioneering documentation of Japanese medical atrocities.  It established a factual 
foundation for global academic research into evidence of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and human experimentation.  
Through media coverage, literary works, historical studies, and museum exhibitions, the trial has transitioned 
from a historical event into collective memory, amplifying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relevance.  As “historical legacies”, both medical tribunals established benchmarks for identifying perpetrators, 
factual determinations, and defining the nature of medical crimes.  Notably, the Nuremberg Code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 ethics in human experimentation, underscoring the tribunals’ lasting contributions 
and current relevance.  This framework suggests that future analyses of medical crimes perpetrated by entities 
such as the Japanese Army Medical School, Unit 731, and Kyushu Imperial University could be examined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Nuremberg Code.  Such studies would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the extreme, organized, 
and militarized features of Japanese medical crimes, as well as their intrinsic connections to the era’s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medical systems.

Key words: Khabarovsk trial; Nuremberg tribunal; medical crimes; human experimentation;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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